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2021 年 4 月第 3卷第 4期

通讯作者：江光荣，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学校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

文章引用：闫玉朋，江光荣，应梦婷，等．一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咨询效果——基于实践的证据［J］．心理咨询理

论与实践，2021，3（4）：206-213．

https://doi.org/10.35534/tppc.0304026

一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咨询效果
——基于实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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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武汉；

2．武汉体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3．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武汉

摘  要｜目的：考察某高校的心理咨询效果。方法：数据来自于十年前国内一所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使用中文版心理咨

询效果问卷（OQ-45.2）从第二次会谈开始持续收集的效果数据，为时一年半，期间测量了 103 名当事人随

着咨询进程发生的改变，筛除无效数据后，共计 63 名当事人，其中临床样本包括 31 名当事人。结果：总样

本前后测效应量为中等效应量（d=0.57）；临床样本前后测效应量为大效应量（d=1.22），优于基准；总样

本康复率 22.2%，改善率 14.3%，无变化率 57.1%，恶化率 6.3%，趋势与基准一致，无显著差异；将总样

本分为康复与未康复两类后，总样本康复率优于基准（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该中心可能取得了良好

的咨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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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历来是心理咨询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随机临床试验（random clinical trial，RCT）因其严

格的实验操控和高内部效度而成为检验心理咨询效果的金标准。多年来，大量 RCT 及基于 RCT 的元分

析为心理咨询提供了有力的效果证据，从而巩固了心理咨询的合法地位。然而，RCT 的低生态效度让人

质疑其能否代表自然设置中的心理咨询的效果［1，2］。

于是，自然设置下的咨询效果考察也就势在必行了。这一类研究属于实践取向的研究（practice-focused 

research），也被称为基于实践的研究（practice-based study）或基于实践的证据（practice-based evidence）［3，4］。

基于实践的研究证明了多个疗法在常规实践中的效果，比如以人为中心疗法［5］、认知行为疗法［6，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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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动力—人际疗法［8］。Stiles 等人［9］甚至同时考察了以人为中心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和心理动力疗法，

验证了元分析所发现的渡渡鸟效应（不同疗法效果等值）。而且，一些设置（如大学咨询中心、员工援

助项目全国健康维护组织、大学心理咨询训练门诊和州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等）［10，11］的效果也得到检验。

此外，基于实践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咨询师效应（咨询师对咨询效果的作用）、咨询师的专业性发展及

咨询机构效应（咨询机构对咨询效果的作用）当事人的改变模式、剂量—效果关系（会谈次数与效果的

关系）、预期治疗反应、正式反馈等问题［4，12，13］。

在国内，我们目前仅发现两个相对规范的基于实践的效果研究。秦旻［14］采用自编的门诊心理治疗

效果问卷，在三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心理门诊，考察接受两次及以上心理咨询且自愿参与研究的 55

名当事人的咨询效果（平均会谈次数 5.47±3.71），仅以可信改变指数［15］为指标，发现 18 名（32.7%）

当事人在咨询结束后达到了可信的临床改善。李钰静［16］在一家医院的心理门诊、三所私立心理咨询室

和三所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采用中文版的心理咨询效果问卷（outcome questionnaire-45.2，OQ-45.2），

收集到 41 名接受两次及以上咨询（平均会谈次数 3±2）且初始测量达到临床临界分的当事人的数据，

以 Jacobson 和 Truax［15］的临床显著性改变（包括分数是否跨越临床划界分与改变分是否达到可信改变指

数）为指标，发现 8 人（19.5%）康复，8 人（19.5%）改善，24 人（58.6%）无改变，1 人（2.4%）恶化。

尽管这两个研究样本量小，也未说明样本对所调查机构当事人总体的代表性，但对于国内的基于实践的

证据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几乎与上述两个研究在同一时间，湖北省某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询过程—效果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

包括从 2009 年 5 月到 2011 年 1 月期间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以下简称“该中心”）103 名当事人

的心理咨询过程数据、效果数据、录音及录像。其中部分数据曾用于考察一系列重要的过程变量和改变

机制。在重新整理该数据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数据库所得到的效果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该中

心的实践情况，可作为国内又一个基于实践的效果证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前来该中心咨询的当事人。该中心也是湖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要为

本校大学生和省内青少年提供个体心理咨询，通常限制为每学期 8 次会谈，但允许咨询师和当事人灵活

调整。同时，该中心为本校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实习基地。对于不适合接受

心理咨询或需要其他辅助的当事人（比如疑似精神分裂症患者、发作期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严重自杀

风险的当事人、中重度抑郁症等），咨询师会转介当事人到医院的精神科门诊接受评估或治疗，或是进

入该机构的危机干预程序，结合学校、家庭、医院的多方面力量共同工作。部分经医生评估后被推荐同

时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的当事人，也纳入本研究之中。

103 名当事人参与了本研究，共进行了 520 次会谈，平均会谈次数 5.05±3.81，比较接近 2010 年该

中心平均会谈次数（4.97），或可说明该样本对该中心当事人总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档案数据推

断，参与该数据库建设的当事人约占同时间中心接待当事人总体的 15.5%。初次会谈前，研究者向当事

人介绍该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收集当事人基本信息及其他一些变量，从第二次会谈前开始进行效果

测量。故 35 名（34.0%）仅进行一次或两次会谈的当事人数据因无法计算前后测改变量而被删除。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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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4.85%）当事人因首次或末次效果测量缺失而被移除。最终共 63 名当事人纳入本次分析。

在 63 名当事人中，男 11 名（17.5%），女 50 名（79.4%），缺失 2 名；年龄在 18 到 28 之间（平

均年龄 21.76±2.28，n=55）；大一、大三均为 10 人（各 15.9%），大二 14 人（22.2%），大四 6 人（9.5%），

研究生 22 人（34.9%），缺失 1 人；21 人（33.3%）此前有咨询经历。会谈次数 7.05±3.53（范围 3 ～ 18）。

根据李钰静和骆宏［17］制定的中文版 OQ-45.2 的临床临界分（63 分），即，当事人初始分≥ 63 则为心

理健康状态异常（临床样本），共有 31 名当事人在初次效果测量时≥ 63 分，是为临床样本。

38 名咨询师（7 男，31 女，专职 2 人，兼职 14 人，博士实习生 6 人，硕士实习生 16 人）为这 63

名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由于咨询年限会随时间有轻微变化，咨询师在不同当事人处所填的理论取向也

不尽相同，故二者按人次计算。咨询年限为 3.95±3.69（n=59）；精神分析 / 心理动力取向 2.77±0.95，

人本 / 以人为中心取向 4.15±0.67，认知 / 认知行为取向 3.18±0.76（范围 1 ～ 5，5 分最高，n=62）。

1.2  工具

中文版 OQ-45.2。英文原版 OQ-45.2 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心理咨询效果测量工具之一［18］，共 45 道自

陈题目，包括症状困扰、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功能三个维度，分数越高，表明当事人越严重。李钰静和

骆宏［17］获得原作者授权修订的中文版 OQ-45.2，也是 45 道自陈题目，内部一致性信度 0.91 ～ 0.92，重

测信度 0.71。本研究所采用的 OQ-45.2 为建设数据库时获原作者授权由英文原版翻译而来［19］，与李钰

静和骆宏［17］修订的题目在语义上没有区别。本研究中 OQ-45.2 第二次会谈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2，

最后一次会谈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3。

1.3  基准选择

基准，即可用于同类事物比较的标准。基于实践的研究往往选择在某些方面（如样本、所使用的疗法、

效果测量根据）有可比性的 RCT、元分析或大样本的基于实践的证据作为基准［3，4］，通过和基准对比，

形成对其结果的更为清晰的定位。本研究最终选取了国外两所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使用原版 OQ-45.2 测量

的效果数据作为基准。其中，Minami 等［11］仅计算了临床样本的效应量，故将其作为基准与本研究的临

床样本进行对比。他们分析了美国犹他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8 年数据，选取了会谈次数在两次及以上且初

始效果测量超过临床临界分（英文版 OQ-45.2 的临床临界分为 64）的 2672 个个案，占该中心同时间接

待总量的 34.93%；纳入该数据分析的咨询师共 148 名，以女性为主，理论取向多为整合取向。该咨询中

心也以服务大学生为主，且接纳多个水平、多种心理健康专业的实习生。Hansen 等［10］则报告了其总样

本的临床显著改变状态，故将其作为基准与本研究的总样本进行对比。他们考察的是美国西部一所大学

心理咨询中心 1188 名当事人的数据，删除了因一次结束咨询无法计算改变量的当事人数据（占总样本

约 33%），其他信息不详。

1.4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23.0 进行初步分析，计算总样本和临床样本的基线分数和咨询后分数。

使用 GraphPad Prism 8.3.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Welch-corrected t 检验比较总样本和临床样本与其基准会

谈次数的差异；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临床样本与其基准基线分数及咨询后分数的差异；采用 χ2 检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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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总样本与其基准临床显著改变状态的差异；采用 Fisher 的精确检验比较总样本与其基准康复率的差异。

计算咨询效果的效应量。不同于常见的以联合标准差作为分母计算两组差异效应量，心理咨询效果

的前后测差异效应量多以初始分数为分母，因为它不受反复测量和咨询的影响［11］。

计算临床显著性。李钰静和骆宏［17］根据 Jacobson 和 Truax［15］计算临床显著性的方法，制定了中文

版 OQ-45.2 的临床临界分（63 分）和可信改变指数（17 分）。根据这两个指标可对当事人的临床显著

改变状态进行划分。具体来说，当事人基线分≥ 63，咨询结束时分数 <63，且降低≥ 17 分，是为康复；

当事人分数变化未跨越临界分，但降低≥ 17 分，是为改善；当事人改变分 <17 分，是为无改变；当事

人增加≥ 17 分，是为恶化。本文据此对当事人的临床显著改变状态进行分类和计数。

2  结果

2.1  会谈次数及其对比

各样本的平均会谈次数见表 1。Welch-corrected t 检验结果表明，总样本的会谈次数高于 Hansen 等［10］，

本研究临床样本与 Minami 等［11］的平均会谈次数无显著差异。

表 1  各样本平均会谈次数的比较（Nse±s）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mparisons of the number of sessions

本研究总样本（n=63） Hansen 等［10］（n=1188） t 值 本研究临床样本（n=31） Minami 等［11］（n=2672） t 值
7.05±3.53 5.80±5.40 2.65** 7.45±3.71 6.84±8.72 0.89

注：**p<0.01。

2.2  效应量及其对比

该中心临床样本与其基准 Minami 等［11］的基线分数和咨询后分数见表 2。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表明，该中心临床样本基线平均分低于其基准，咨询后平均分也低于其基准。总样本的基线平均分

为 62.86±21.01，咨询后平均分为 50.84±20.4，其基准 Hansen 等［10］未提供基线分数和咨询后分数，

故总样本无法与之比较。

表 2  临床样本与其基准的基线分数和咨询后分数的比较（x±s）

Table 2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mparisons of outcomes at baseline and post-termination

本研究临床样本（n=31） Minami 等［11］（n=2672） t 值
基线 79.48±14.73 87.44±16.44  2.68**

咨询后 61.55±20.61 71.39±22.16 2.46*

注：*p<0.05，**p<0.01。

除 Hansen 等［10］未提供效应量外，其余各样本的效应量、效应量平均改变量和平均改变分数见表 3。

就总样本而言，该中心的咨询效果为中等效应量；就临床样本而言，该中心得到的效应量为大效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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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明显大于 Minami 等［11］报告的效应量。平均改变的效应量和平均改变分数比较接近。

表 3  各样本的效应量、平均改变的效应量和平均改变分数

Table 3  Effect size eatimates, effect size estimates divided by the number of sessions, and means of 

outcome changes

研究 效应量 d d/Nse x 基－ x 后 /Nse

本研究总样本 0.57 0.08 1.70
本研究临床样本 1.22 0.16 2.41

Minami 等［11］ 0.98 0.14 2.35

2.3  临床显著改变状态极其对比

除 Minami 等［11］未提供临床显著改变状态的数据，其余样本的临床显著改变状态见表 4。本研究总

样本的临床显著改变状态与其基准 Hansen 等［10］整体趋势较为一致：两组“康复”与“改善”的比例之

和均在 30% 到 40% 之间；“无改变”的比例均为最高，且十分接近；“恶化”的比例都较低。χ2 检验

表明两组在临床显著改变状态上无显著差异（χ2=5.93，p>0.05）。考虑到两组康复率看起来差异较大，

特将两个样本划分为康复与未康复（包括改善、无改变和恶化）两类，Fisher 的精确检验表明本研究总

样本的康复率显著高于 Hansen 等［10］（p=0.03<0.05）。

表 4  临床显著改变状态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outcome groups based on client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status

研究
临床显著改变状态人数（百分比）

康复 改善 无改变 恶化
本研究总样本 14（22.2%） 9（14.3%） 36（57.1%） 4（6.3%）
Hansen 等［10］ 150（12.6%） 239（20.1%） 684（57.6%） 115（9.7%）

本研究临床样本 14（45.2%） 2（6.5%） 13（41.9%） 2（6.5%）

3  讨论

总的来说，该中心的心理咨询有良好的效果。从效应量看，临床样本效果优于基准，改变速度与基准

相当；从临床显著改变状态看，总样本整体状态与基准一致，且康复率显著更高。但在理解这一结果时，

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初始严重程度和咨询次数的影响。初始严重程度与效果关系密切，一些同样使用

OQ-45.2 的研究发现当事人初始状态越严重，改善越大［20］。而本研究临床样本的初始严重程度低于其基

准 Minami 等［11］，更加证明本研究临床样本的效果。本研究总样本咨询次数大于其基准，更高的康复率可

能受到咨询次数的影响。二是基于实践的研究常常难以避免的局限的影响［7，9，21，22］，包括：（1）没有对

照组，不能确定性地将所有改变仅归于咨询。但考虑到多数当事人在觉察到自身问题很久之后才寻求心理

咨询［23］，将咨询效果多数归于咨询也有一定的合理性；（2）由于数据缺失或样本代表性而造成对结果的

影响。虽然从平均会谈次数看，本研究的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但仍不能对其代表性进行确切估计，也就

难以估计其对结果的影响；（3）未收集当事人的服药信息，无法排除药物所带来的效果；（4）未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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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训练、系统督导及遵循度评估等保证所进行的治疗是合格的或具有保真度（integrity）的治疗。这也

正是基于实践的研究的优势所在——高生态效度。三是数据收集时间的影响。本研究第二次会谈开始收集

收据，一方面，这可能缩小了改变分，从而略微降低了效应量；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两次结束的当事人无法

纳入本次分析，可能又增加了效应量。这些局限一定程度影响到该数据的可推广性，限制了对其进一步分析、

解释的空间，但考虑基于实践的证据较强的生态效度，以及当前国内此类研究的严重缺乏，对该数据的分析，

仍能够为国内心理咨询提供一个基于实践的证据，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本研究与国内外的研究的发现［11，16］一致，有超过一半的当事人“未改变”，

或者说“未发生可信的改变”。本研究临床样本有超过 40% 的当事人未改变，这意味着有相当比例的较

为严重的当事人，离开咨询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有可能是因为当前的咨询存在较大局限，仅适用于

特殊的当事人群体，也有可能是因为某个或某些当事人特征对效果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本研究样本较小，且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故未进一步考察效果的影响因素，而当前得到的多

数结果也都是尝试性的，亟待在国内的常规实践中开展系统的、大规模的基于实践的研究，从而进行检验。

这不仅能提供更有力的效果证据，同时也可推动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具体来说，需要做的工作可能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将系统、可靠的效果评估作为咨询机构日常实践的常规工作。一方面，监控效

果可为机构决策和研究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可将效果评估反馈给咨询师，能够提升咨询效果［24，25］。其次，

完善数据收集过程。从当事人预约时即开始收集效果数据，以建立起自然设置中的等待对照组，从而获

得对咨询效果更为合理的估计；收集当事人的诊断信息，从而可与相关 RCT 进行对比；收集当事人的服

药信息，从而可对比药物治疗和咨询的作用；由咨询师对当事人的结案情况进行登记，可分为达成目标

的结案、未达成目标的结案、脱落等；在咨询结束后定期追踪当事人的效果。再次，进一步探索无改变、

脱落及恶化等特殊的当事人群体。最后，建立多机构的实践与研究合作网络［4］，致力于研究者和实践

者共同研究真正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改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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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ing at a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therefore providing practice-based evidence in China. Methods: The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a research database that was established ten years ago regarding counseling process-
outcome in a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One hundred and thre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ere reduced to a sample of 63 clients (mean age = 21.75, SD = 2.28; 
female 79.4%; average number of session = 7.05, SD = 3.53) after removing some data that couldn’t 
be used to calculate pre-post outcomes due to missing data or ending too early (i.e. terminating 
counseling after just one or two sessions). A clinical sample of 31 clients (average number of  
session = 7.45, SD = 3.71) was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cut-off score (a score of 63)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Outcome Questionnaire-45.2 (OQ-45.2). The effect size and th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status of the samples were benchmarked against that of two clinical samples from two American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s. Results: (1) This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obtained a medium pre-
post effect size (d =0.57) based on the total sample and a large pre-post effect size (d = 1.22) based on the 
clinical sample, which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available clinical sample from an American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 (2)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status, 14 clients (22.2%) recovered, 
9 clients (14.3%) improved, 36 clients (57.1%) didn’t change and 4 clients (6.3%) deteriorated,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available general sample from another American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 with a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 However, the rates of recovery of the two sampl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p< 
0.05) when these two sampl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covered and the unrecovered group. Conclusion: 
Counseling delivered at this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seemed to be effective which was not worse 
than two American samples and even better in some aspect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cautiously due 
to the data limit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Counseling effectiveness; Practice-based evidence; 
Benchmarking


